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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杨淇蓥 

重庆工商大学 

摘  要：互联网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居民的认知和行为习惯，对于其幸福感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选取 2017 年 CGSS 数据，采用 Oprobit 模

型进行探讨，研究结果显示：居民互联网使用与其幸福感呈正相关；男性、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自评健康越好、与配偶同住的居民

幸福感越强；社会信任、社会交往、自评社会地位均正向促进居民幸福感。不同户籍、文化程度居民间存在异质性；心理健康起着部分中

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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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主观幸福感从各个方面被学者进行研究探讨，对于主观幸福感

的定义，社会心理学家迪纳（Diener，2000）认为，主观幸福感是

一种积极、主观并且综合全面的评价，是人们通过比较理想的生活

状态和实际的生活状态，从而得出的一种积极的肯定的感受。较高

的积极情绪、对于生活状态有较高的满意度等通常都是伴随着较高

的幸福感 [1]（崔亚雪，2020）。 

学术界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有诸多研究，不同学者出发

角度有所不同。朱浚溢（2014）将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分成三类：第

一类是主观因素，主要包括个人信仰、人格、个体性格、情绪、和

自身努力等因素；第二类是客观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生活、收入水

平、生活环境、个人健康、人际关系、工作质量、教育背景、社会

文化背景等因素；第三类是个人自身不可操控的因素，主要包括性

别、年龄、遗传基因等[2]。温勇（2021）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得出无

论是作为个人层面的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还是作为家庭层面的家庭

关系，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正向影响[3]。居民的身心健康

显著影响其幸福感[4]（Dolan et al.，2008）。身患疾病、情绪抑郁等

会让人持续的产生不幸福的感觉[5]（Anderson，2014）。从社会学角

度展开研究发现，性别角色、家庭背景、阶层、就业、宗教信仰等

都会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影响（Blancherflower&Oswald，2004[6]；C

hou，1999[7]；Dolan et al.，20087）。 

互联网以新兴信息技术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民生活及

工作中的许多方面。张京京（2020）基于 CGSS 数据，实证分析得

出互联网无论是作为生产性使用还是生活性使用，上网频率越高的

农村居民，其幸福感也越强[8]。冷凤彩（2018）基于实证分析得出

当居民使用互联网时，其幸福感将比不使用互联网提高 14.1%[9]。

李羿枝（2021）认为，使用互联网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

根据 ESR 模型的反事实分析，若使用互联网的农民工不使用互联

网，其幸福感会有所下降；若不使用互联网的农民工使用互联网，

其幸福感会有所提升[10]。郭小弦（2020）指出，青年人若合理上网，

将正向影响其幸福感，但是若过分沉溺网络、脱离实际、忽视现实

社交，这些不合理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将对其幸福感产生不容小觑

的消极影响，由此给出提示，在普及互联网的同时要关注其带来的

反向影响[11]。对于相关研究有学者给出相反意见。马原（2019）基

于 CGSS2015 年数据得出，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

消极作用，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网瘾、网络暴力等带来的消极影响[12]。

同时有学者指出，在研究互联网使用时，常常人们的收入水平会被

关注，而对于不同群体收入的比较通常会降低其幸福感[13]。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选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执行的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 年的数据。根据本文研究需要，从问

卷核心模块 A 和社会网络模块 C 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关于居民个人特

征和社会特征的指标数据，反映当前我国居民互联网使用与其幸福

感的关系。本文以全体居民为研究对象，根据内容需要对不必要变

量进行剔除，保留所需变量，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9491 个。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主观幸福感。选取为“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

根据表 1 所述对相关变量进行赋值和描述性统计，下文不赘述。自

评幸福感均值越接近 5，说明幸福感程度越高，样本中居民的自评

幸福感均值为 3.887，说明对于幸福感程度的整体评价较高。 

2.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频率。由问卷中询问居民媒体（上网）使用情况来

进行表示。由表 1 可知，对于互联网居民的使用频率均值为 2.781，

表明整体互联网使用较为频繁。 

3.中介变量 

心理健康。根据问卷中表示居民心情的抑郁程度和沮丧的频繁

程度的变量。根据表 1 可以看出，选取的变量中居民的心理健康状

况较好，心理健康均值为 3.82。 

4.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中选取居民年龄、性别、户籍、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居住情况和健康状况；社会特征中选取社会信任、社会交往、社会

地位。 

由表 1 可知，样本中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51.57 岁。城镇户籍

的人口数量高于农村老年人，男性略多于女性，占 52.49%。社会

交往由与邻居和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共同表示，得分区间为

2-14 分，得分越高表示居民交往频率越高。社会信任由老年人对当

前社会的整体态度表示，得分区间为 1-5 分，得分越高说明居民对

社会信任程度越高。社会地位为老年人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自评情

况，分值为 1-10 分，得分越高表示居民自评社会地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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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的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居民幸福感 1-5 分，分值越高，居民幸福感程度越高，1 为非常不幸福，5 为非常幸福 3.887 0.824 

互联网使用频率 1-5 分，表示互联网使用频率由低到高，1 为从不，5 为非常频繁 2.781 1.695 

心理健康 1-5 分，分值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3.82 0.995 

年龄 2017 时的实际年龄（周岁） 51.57 14.345 

性别 男=0，女=1 0.475 0.499 

婚姻状况 有配偶=1，无配偶=0 0.993 0.085 

户籍 
农村=0；城市=1（将以前是城市现在是居民的也视作城市户口，军籍视为城市户口，

将以前是农村现在是居民的视作农村户口） 
0.355 0.479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职高、高中及中专、技校=3；大学及以上=4 2.169 1.074 

居住情况 与配偶居住在一起赋值为 1，未和配偶一起居住赋值为 0 0.868 0.338 

健康状况 1-5 分，分值越高，健康状况越好 3.463 1.087 

社会交往 2-14 分；值越高社会交往越频繁 7.904 3.385 

社会信任 1-5 分，值越高信任程度越高 3.474 1.035 

社会地位 1-10 分，值越高自评社会地位越高 4.154 1.704 

（三）模型构建 

由于居民主观幸福感为序别变量，本文选用多元有序 Probit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1111   controlsInternetHappiness  （1） 

Happiness 为主观幸福感， Internet表示互联网的使用频

率， ontrolsC 表示控制变量， 1 是常数项， 11 、  表示各变量

的待估参数， 1 表示随机误差项。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的具体方程如下所示[14]： 

1c   XY                          （2） 

2  aXM                          （3） 

3
'   bMXcY                   （4） 

其中， 表示居民幸福感， 表示互联网使用频率， 代

表中介变量心理健康。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为了确保本文所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合理范围内，在进行基

准回归之前，本文先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自变量的 

VIF 均值为 1.36，且各自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10，一般认为 VIF

值小于 10 时，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属于合理范围。 

本文采用递进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由表 2 中模型Ⅰ可以

看出，在 1%水平上居民使用互联网越频繁，居民主观幸福感越强。

模型Ⅱ加入个人特征后，互联网使用频率依旧与居民生活幸福感同

向变动。同样模型Ⅲ加入社会特征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由此可

以看出，互联网的使用频率与居民自评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影响的

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互联网的使用，一方面可以丰富居民的日常生

活，增加与外界的沟通，可以很大程度消除居民的孤独感；第一方

面，在日常工作中，互联网的使用会让其工作效率更高，工作方式

更加灵活，以此缓解了居民的工作压力，从而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 

从模型Ⅲ可以看出，年龄越大的居民，其幸福度越高。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N=9491） 

居民幸福感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互联网使用频率 0.064***（0.007） 0.0362***（0.01） 0.0360***（0.01） 

个人特征  

年龄  0.015***（0.001） 0.011***（0.001） 

性别  -0.125***（0.024） -0.098***（0.024） 

文化程度  0.111***（0.015） 0.071***（0.015） 

户籍  0.007（0.029） 0.005（0.029） 

婚姻状况  0.202（0.135） 0.106（0.136） 

居住情况  0.166***（0.035） 0.152**（0.035） 

健康状况  0.27***（0.012） 0.226（0.012） 

社会特征    

社会交往   0.007**（0.003） 

社会信任   0.166***（0.011） 

社会地位   0.131***（0.007） 

N 9491 9491 9491 

Ps-R2 0.0042 0.0409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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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更换自变量的方式，对原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将自

变量更换为 “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上网）

活动？”，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Ⅴ加入个人特征，模型Ⅵ加入社

会特征。闲暇上网频率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幸福感，

更换自变量后结果与原模型结果保持一致，说明基础模型具有较高

的稳健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N=9491） 

居民幸福感 
 

模型Ⅳ 模型Ⅴ 模型Ⅵ 

闲暇上网频率 0.060***（0.006） 0.038***（0.009） 0.039***（0.009） 

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  Yes Yes 

社会特征   Yes 

N 9491 9491 9491 

Ps-R2 0.0046 0.041 0.069 

（三）异质性讨论 

由表 5 结果可以看出，农村户籍和初中文化及以下的群体互联

网的使用频率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城镇居民和初中文

化以上的群体二者无明显关系。 

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积极促进作用，但是对

城镇居民在统计学上无影响。 

表 5  异质性分析 

居民幸福感 

按户籍划分 按文化程度划分 变量 

城镇户籍 农村户籍 初中文化及以下 初中文化以上 

0.007 0.05*** 0.0540*** 0.029 
互联网使用频率 

（0.016） （0.0125） （0.0116） （0.017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Ps- R² 0.0738 0.0612 0.0663 0.0585 

观测值 3369 6122 6210 3281 

注：Yes 表示控制了控制变量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得到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居民的幸福感受其互联网使用

频率的正向影响。第二，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自评健康程度

越好的居民幸福感越强；男性居民比女性居民的幸福感更高；与配

偶居住的人群幸福感强于不与配偶居住的人群。居民的社会特征

中：社会信任、社会交往、社会地位对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影响，

即居民信任度越高、交往越频繁、自评社会地位越高的人群自评幸

福感越强。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得到的主要建议有：第一，加强农村地区网络

设施的基础建设，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率，缩小城乡差距。

我国城乡在互联网基础建设仍然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农村地区互

联网的使用和发展和城市相比依然有一定的差距，应当逐渐普及农

村地区的互联网使用，控制网络使用相关费用，加强互联网知识的

宣传和教学，让农村群体“能上网、会上网、上的起网”。第二，

改善特殊人群数字融入环境，降低网络使用难度。低文化水平的人

群对于互联网接受更慢，但互联网使用对于该人群的幸福感提升更

明显，鼓励其通过互联网的使用来增加就业、学习机会，发挥互联

网对其学习、就业和家庭方面的作用。第三，关注居民心理健康，

加强心理疏导。心理健康是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传导渠

道，提升心理健康有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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